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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
———以《读经示要》《乾坤衍》为对比

◎ 常　 达

内容提要　 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

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

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 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

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 熊十力

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

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

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 在他看来，

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 由此，

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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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２０ 世纪前期的著名思想家中，熊十力因其刚健日新的学问风格与“六经注我”的宏大气象为人熟

知。 作为一名儒者，熊十力的儒学研究具有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不拘于今古文之争、汉宋之学，也不

采任何师法、家法，而是完全依凭自己对经典的认知进行判断。 其最为著名的观点，便是将孔子之学一

分为二，称为内圣学与外王学。 熊氏认为，孔子一生对于内圣学只是逐渐深入，没有经历重大转变；而外

王学则不同，孔子在五十岁以后始作六经，从根本上推翻了早年学说，标志着外王学的真正形成。 因此

从时间上，外王学又当分为早年之学与晚年之学。 二者区别在于，孔子早年仍旧沿袭唐虞、三代圣人的

理想，欲要得君行道；而五十岁以后，始萌发革命与民主思想，并决心废除私有而倡导公天下，于是作六

经以传后世。 在这一理解下，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礼运》大同学说便成为熊十力外王学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他说：“天下为公之大道是六经外王学一贯旨趣。”①

然而，大同虽是外王学“一贯旨趣”，但熊十力对大同性质的理解却似乎并未一以贯之。 自其 １９４５
年在《读经示要》中提出大同以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六经》《原儒》，直至晚年的《乾坤衍》，熊氏的

① 熊十力：《原儒》，《熊十力全集》第 ６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７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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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理论整体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立场，令人难以把捉。 对此，学界评价褒贬不一，比如其老友梁漱溟指

出熊氏全然不理会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其用来描述大同的种种现代词语，更是不

求甚解地滥用名词，张冠李戴。① 郭齐勇说道：“拿《读经示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六经》、《原儒》、
《乾坤衍》相比较，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有一些思想更有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冗复拖沓之处，但绝对不是什

么‘负积累’或‘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在他看来，“熊先生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始终是与人民、与
历史进步的趋势相一致的”，因此即便其前后期有所差异，也仅是必然的思想发展。② 而李祥俊则认为，
熊十力的外王学自《原儒》起产生了一次“裂变”，表现在“与他之前的《读经示要》等著作相比，诠释方法

上更主观，思想内容上更多空想”。 但他同时承认，这种“裂变”的产生出自熊氏会通儒家经典与社会主

义理论的努力，应当报以“同情的理解”。③

据此，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熊十力的大同理论是否随其外王学的前后之别而有所改变？ 若有，那么

这一改变究竟只是对早年之学的进一步推演，还是确有性质上的转向？ 在这一改变背后，是基于熊氏学

术的内在径路，还是受时局变换、思想潮流影响所致？ 从熊十力的写作历程来看，《读经示要》是其首言

大同之书，他在“群经九义”中以大同为人类之最高愿欲；而《乾坤衍》作为熊氏之“衰年定论”，最终选择

以社会主义来诠释大同。 因此，本文便以《读经示要》与《乾坤衍》两部书为对比，尝试从熊十力大同理

论的首尾两端出发，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二、道德乌托邦：《读经示要》中的“愿欲”式大同

《读经示要》是熊十力第一部专门论述儒家经学的著作。 是时熊氏正于重庆北碚勉仁中学掌教，有
学生问起，如今是否还应当读经，经书中又有何大义？ 这番问话促使熊氏写就了《示要》一书，书中对孔

子与六经之要旨作出了详细的分疏。 在第一讲“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中，熊氏将群经之常道概括为九义，
其中第一、六、七、八、九诸义都与大同直接相关。 他在“一曰仁以为体”中开宗明义写道：

天地万物之体原，谓之道，亦谓之仁。 仁者，言其生生不息也。 ……圣人言治，必根于仁。 易言

之，即仁是治之体也。 ……行之一群而群固，行之一国而国治，行之天下而天下大同。④

在熊十力的内圣学体系中，常常将本体之名称为“乾元”。 他认为《易》以乾元为首，《文言》又释云

“元者，善之长也”，便意味着乾元二字是天道与人道所共同禀赋的源头，因此是宇宙万有之本体。 但同

时，乾元只是本体的其中一种名称。 他说：“仁实为元，仁即道体。 以其在人而言，则谓之性，亦名本心，
亦名为仁。 以其生生不已，备万理，含万德，藏万化，故曰仁。”⑤简而言之，本体之名号甚多，而“仁”乃是

乾元在人道上的体现。 “仁”的本体性表现在它没有一毫私意杂染，因而能与天地上下相流通，生生不

息，并广爱万物。 那么，为何熊氏认为由仁体可达天下大同？ 这又与他对何谓大同的理解有关。
熊十力心中的大同，可用群经第九义“群龙无首”以蔽之。 他将“群龙”解为“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又将“无首”解为“无种界，无国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有操政柄以临于众庶之上者”。⑥可以看到，二
者分别代表了熊氏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考量：从人类秉性上讲，大同社会中人人都德性完备，就如孟子所

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从社会形态上看，大同应当是完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 重点在于，熊氏并不

认为这两方面能够等量齐观，在他看来，后者只能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
夫大同之盛，至治之休，虽中土圣哲之理想，然为人类前途计，要当向此正鹄而努力。 但至治，

非全人类同履道德之途，则不可几及。⑦

①
②
③
④

详见梁漱溟：《读熊著各书书后》，《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郭齐勇：《熊十力传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８ ～ ２１０ 页。
李祥俊：《〈原儒〉的裂变———熊十力晚年外王学体系新建构探析》，《孔子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⑤⑥⑦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 ３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８１、６２４、６１８、６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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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事谈何容易，必全人类共勉于道德，而后可能耳。 夫世至大同，人类道德，固已进矣。 否则

无由大同，此余之所知也。①

可以看到，熊十力对大同的想象根源于道德二字，而其所言之道德便来源于仁体。 他说：“（道德）即
随处体认仁体而实现之，非离仁体，别有道德可说也。”②因此，想要实现“群龙无首”的大同，必须使人人

之道德水平达到圣人般的境界；而若要提升道德，使世人变为“群龙”，便只有先复归人之本性，也就是人

心所固有的、普遍的至善仁体。 在熊氏看来，这才是大同世界之本：“夫教化修，人皆全其所性之正。 而

免于狂迷之行，此治本也。 然亦必改造社会结构，使与大同世界相适应。”③

由此可见，在体用一源的意义上，熊十力以“乾元”之本体（即仁体）推演出的大同，必然是一种“人
人皆为尧舜”的社会。 这是因为，熊氏眼中的仁体至大无外、含藏万理，是一切宇宙万象与社会人生存在

的根本。 它对应于人道上，便能使人万德纯备，是“以实现天道于己身，而成人道，立人极”；④对应于治

道上，便是“人道底于至治之休”，是彻底平等、独立、自治、自尊的大同。 鉴于此，无论是代表刚健、生生

之德的“群龙”，还是代表理想政治的大同，其本质都是对乾元本体（即仁体）的复归。
然而，由仁之本体推至的理想社会，仅仅只能代表熊十力大同观中的一个侧面。 在熊氏的内圣学体

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些无法真正兼容于大同的因素，最早萌芽于《新唯识论》的《转变》《明心》两章，又在

《读经示要》中得以彰显。 概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熊氏认为世间万物“刹那生灭，创新无已”，
这就意味着世运之否泰交迭亦无止境，永远处于变动不居、刚健日新的状态中，不可能存在绝对完美的

世界。 其言：“每一阶段中，各有其所谓否或泰。 即最后达于吾人理想之大同世界，恐亦不能长泰而无

否，或既否而不复泰。 则以世界元为相对，而人间世终无绝对的善与美。”⑤其二，熊氏虽认为人先天便

具有无所杂染的“圆成实性”，但毕竟禀形气以生，因此必然会有气禀所拘、人欲所蔽。 他感叹道：“智愚

之禀不齐，天也……体质强弱，亦缘天赋，不可齐同……欲以人力致之，决不能也。”⑥换言之，只要人类

还由父母生养、以肉身的形态存活于世，就必然无法达到人人皆圣的境界。
这样一来，否泰交迭的世运与至善至美的大同，千差万别的气禀与众生如一的仁体，就在根本上构

成了内在紧张。 因此在《示要》一书中，我们可以常常读到熊十力的纠结与两难，他一面向往着大同，一
面又强调着世界的永久相对性。 于是，他将这种“不得已”转化为对至善之境的追求过程，并最终以“愿
欲”二字为大同定性。 他说：“则谓大同之世，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待立政府，无须有执政者。 此固人

生最高愿欲，所当悬的以趋，不容自馁者也。”⑦“故智愚、强弱、众寡、勇怯、终古千差万别，无可言齐。 然

则，所谓人各自由，人皆平等者，人人各得分愿。”⑧何谓愿欲？ 熊十力专门解释道：“夫愿欲，……与世俗

所云欲望不同。 ……愿欲者，至公至明也。 《论语》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可欲之谓善’。
此两欲字，乃此中愿欲一词所本。”⑨由此可见，“愿欲”并不等同于欲望，它不是对身外之物的追逐，而是

人本性之中对至善至仁的无限渴求。 同时，“愿欲”寄托于追求至善的过程，而不苛求目的最终的实现。
熊氏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大同之治永无达到的可能，才赋予了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人生之精进不已，
改造无息者，正赖有此难偿之愿欲。 ……群龙无首之治，人类最高愿欲也。 可偿与否，非所计也。 愿欲

而必其偿，则下等欲望也。”⑩

对尚在写作《示要》的熊十力而言，由“仁体”推演出的大同就像一个迷人的乌托邦，承载着他对于人类

所有美好道德品质的想象。 但他同时也明白，乌托邦的绝对性与现实世界的相对性是无法共存的，世界永

远不会彻底离开差异性的土壤而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他只有将这一道德乌托邦转化为一种“愿欲”，并在

①

④

②③⑤⑥⑦⑧⑨⑩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 ３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２２ ～ ６２３、６２４、１０５６、９９３ ～ ９９４、
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２、６２３ ～ ６２４、６１９ 页。

熊十力：《原儒》，《熊十力全集》第 ６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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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上设想了人类所能获得的自由与平等的界限，那就是“人人各得分愿”。 如果说人因气禀所限，永
不可真正齐一，那么，若能在各人所有之本分上，得自遂其愿、各得其所，也可称得上是最近于大同的目标了。

三、社会主义实践：《乾坤衍》中的“蓝图”式大同

起草于 １９５９ 年、历时两年完稿的《乾坤衍》，被熊十力视为自己的“衰年定论”，亦是其生前最后一部完整、
系统的学术专著。 在书中，熊氏从《易》之乾坤二卦出发，细密地阐发了自己由内圣到外王的推演过程。 彼时

的熊十力，已亲眼见证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段历史，其哲学体系也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

下，日趋变化、成熟、稳定。 尤其自《原儒》《六经为孔子晚年所定论》等著作以后，熊氏基本形成了一套与《读经

示要》时期差别显著的外王学观念，这套观念延续至晚年的《乾坤衍》中，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大同理论。
与《读经示要》等著作比起来，熊十力在后期最大的变化，是将大同直接与社会主义相比附。 虽然熊

氏在《示要》中也曾想象过大同社会的种种形态，如无家界、无国界、无种界等等，但从未以某种制度思想

为其定义。 然而，他却于《乾坤衍》中总括《礼运》“大同”章之章旨云：“详玩经文，明明是社会主义。”①

那么，后期熊十力眼中的大同，具有哪些社会主义特征呢？
首先，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与《乾坤衍》中，均对迈向大同的三个阶段作出了细致的划分。 将《春

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章相对应，是熊氏的一贯立场，因此他认为，在达到大同社会（即太平世）之
前，必须要经过据乱、升平两个阶段。 他在《示要》中说道：“据乱世，治起衰乱之中，人民之智、德、力未进

也。 其时，天下不可无君主。 ……至升平之治愈进，……而君主但拥虚位，虽尊宠之至极，而只如偶像，
为群众所具瞻而已。 及进太平，则君位殆全废，而任公共事业者，一由乎选举。”②可见，熊氏即使是在升

平世中（熊十力将其视为大同初期），也仍然对君主存在的必要之处给予了肯定。 但在《乾坤衍》中，熊
十力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他这样描述道：

《春秋经》首明据乱世，消灭统治，拨去乱世，反诸正。 是为革命初步成功。
从此，入升平世，升平世是领导建设时期。 ……建设大计，首须树立新国家之规模。③

《春秋》太平世，不要国家，不要政府，却不是全无组织。 孔子《礼运经》主张天下一家。 天下一

家者，即是建立全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制度。④

以上这些文字，均是熊氏对于《礼运》“大同”章首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解释，代表了他心目

中通往大同的根本途径。 第一个阶段的“革命”，指的是消灭君主制度，实行民主革命。 熊十力不止一次

强调，革命并不是革除暴君，而是“荡平统治阶级”，“天下庶民互相联合，出而革命”。 革命完成之后，便
来到第二个阶段，即建设新国家。 熊氏认为，《周官经》是升平世阶段的制度总纲：“《周官经》于革命初

成，创立领导制，暂行国家社会主义，故有此制也。”⑤直至太平世来临，人人皆能自主自治，便无需有任

何国家、政府，全人类得以相亲相爱、共同生活。 从这三阶段可以看出，熊十力对于如何达至大同的路线

规划，看似以《春秋》三世为纲，实则以社会主义实践为本。
然后，对于如何才能达至大同的手段与方法，熊十力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 前文言道，《读经示要》

中的大同以仁体为基础、复性为旨归，因此熊氏将礼乐视为通向大同的必由之路，极为重视礼乐对人之

道德、性情的涵养。 他说：“圣人礼乐之用，合政治与道德为一。 但欲穷礼乐之原，须证见本体始得。 政

治道德合一，此乃儒者精神。 世界如期大同，非由此道不可。”⑥熊氏对礼乐道德的推重，与他前期将大

同视为一种道德乌托邦的理解若合符节。 然而，由于在《乾坤衍》中，大同与现世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产生了紧密联系，熊十力后期对大同的理解就更多落实在了社会制度之上。 对他而言，礼乐道德在他

①
②

③④⑤ 熊十力：《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 ７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２５、４２１、４２３、６３２ 页。
⑥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 ３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４４、６０７ ～ 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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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式大同建构中，显得不那么具有直接效用，所以《乾坤衍》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几乎不再提及

“仁体”“礼乐”“复性”等词语。 相对地，出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视，等到熊十力作《乾坤衍》时，他眼中

值得肯定的礼乐之事只剩下《礼运》《周官》两经，且这两部礼经的意义并非使人共敦道德，而是对于社

会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规划：
《礼运经》是破除旧社会宗法思想，解脱古帝王种种大不平的教条之束缚。 ……至于天下一家

一语，明明是提出将来必然要建立全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制度。①

《周官经》则于统治层推翻之后，积极建设新国家。 对内，则急于作动人民，取消私有制，土地国

有，一切生产事业皆是国营。 新制度之建立，以均与联两大原则为依据。②

熊十力认为《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同条共贯，均属于孔子晚年遵行“天下为公”的大道学

说，其鹄的就指向太平大同之治。 而从其描述来看，熊氏的大同设想开始弱化其纯粹道德乌托邦的一

面，渐渐转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目标。 甚至在他所规划的步骤中，每一阶段都是清晰而实际的，具
有极强的可操作性：首先是通过革命消灭统治阶级，实行全民民主；然后废除私有，在公共均平的基础上

开展国家建设；最终国家也将消失，成为一种文化团体，便可实现全人类共同生活的大同世界。 在熊氏

眼中，《礼运》与《周官》二经讲述的就是如何通过革命与建设来达到大同，可惜数千年来的儒者均未真

正理解其义。 因此，他极为痛心地慨叹道：“故孔子作此经，（此者，指《礼运经》）必破小康而后可期大道

之行也。 ……《艺文志》既夺孔子之《周官经》以付周公，又屏弃《礼运经》而不言，则《春秋》升平世，领导

之方针与规制，全不可见。 如何达到太平世，亦不可知也。 孔子岂是空想的议论家乎？”③

孔子并不是“空想的议论家”，这一立场贯穿于《乾坤衍》始终，也导向了熊十力对大同必可实现的

坚定信心。 如果说他在《读经示要》中描绘的仍然是一种“愿欲”式大同，那么在《乾坤衍》中，熊十力展

现在世人面前的便是一幅“蓝图”式大同。 “蓝图”式大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行动目的与详

细、周密的计划过程。 他再未提及《读经示要》中处处强调的“愿欲”一词，也不再纠结于“绝对的真善美”
与“相对的气禀”之间，而是着重发明孔子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孔子倡导社会革命思想，绝不逞空想、
绝不作空理论。 纯以科学实事求是之精神与方法，拟定实行计划。 期于理论导引实行，实行证明理论。”④

概括来讲，熊十力在《乾坤衍》中展现出的大同思想，与前期相比，主要存在三方面特点：其一，熊氏

认为，《礼运》大同之说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且必须通过三个阶段的革命实践方可实现；其
二，想要达到大同，仅仅依靠礼乐道德的教化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

制度建设；其三，这样的大同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与奢求，既然六经中本就有着科学的指导方法，那么依

照这些方法，便必然能够改造现实。 通过这一判断，大同就不再是一种“难偿之愿欲”，它所展现出的民

主、平等、自由、公正等特质，终于通过“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思想形式，拥有了付诸实际的可能。

四、熊十力大同理论转向的内外因素

熊十力笔下的大同，从前期的温和渐进到后期的积极革命，存在着态度与立场上的差异。 它并不仅

仅反映出了“有君”与“无君”之间的区别，其背后还关涉着熊十力对儒家、孔子与大同性质的理解。 早

年的熊十力，认为孔子之学有大义、有微言，并云：“一断以礼义，是谓大义。 若三世义，则微言也。”⑤而

在《乾坤衍》中，熊十力推翻了这一看法，认为大义、微言之分乃是“汉人诬圣”之词。 事实则是，所谓大

义便是“小康礼教”，以维护君主统治为要，是孔子早年之学；而微言是“大道之行”，主张天下为公、志在

革命，是孔子晚年所定论。 大道与小康之间，“一公一私，如划鸿沟，互不相通”。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

①
⑤

②③④ 熊十力：《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 ７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４５ ～ ３４６、６３１、４２２、６３０ 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 ３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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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强调应由圣人（君主）之治逐步通向大同，正与其早期对“大义微言”中礼义、三世的肯定有关；而晚

年之所以倡言革命，也正是其最终弃绝小康礼教，独尊大道之公所致。
不过，除了针对传统儒家的认知有所转变以外，熊氏后期大同中的革命与实践倾向还与其内圣学中

的体用论有关。 对此，我们可以从《读经示要》与《乾坤衍》对于《易·乾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句

的理解差异中入手。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这样解释道：

首出庶物者，以大君超越庶物，喻乾元性体，独立无匹也。 前言用九见群龙无首者，谓即用即

体，非有超脱于大用流行之外而独在之体也。 ……此言首出庶物者，乾元既为万物之本体，今剋就

乾元而言，则乾元自是超越万物而独立无匹。 ……万国咸宁者，以大君统万国，而万国咸宁。 古代

中国，内而九州，外而四裔，无数国家，联合而共戴一王。①

在这里，所谓“首出庶物”，便是指作为首领的圣人（或大君）应当领导群众；只有当大同最终形成

后，再无圣凡之别，才可彻底摒弃君主，达到真正的平等。 但是，熊氏在《乾坤衍》中再次申发此句之义

时，却与前期大相径庭。 他说道：
“首出庶物”云云，本谓天下劳力庶民，当倡首革命，同出而共治天下事，不应有统治阶级存在

也。 ……余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万国，犹言全世界；庶物，谓万国民众。 民众久受压迫，今乃

万众同觉，首出而革命，合力推翻统治，本“天下为公”之道，开大众互助之基。②

熊十力通过架空“首”字所代表的含义，彻底消解了圣人之治的必要性。 “万国咸宁”背后是万民同

觉、大众互助。 熊氏这一转向背后的深层原因，来源于他对“体用不二”之义的透彻体认。
虽然熊十力很早便提出了体用不可相离的观点，但从《读经示要》中可见，他当时仍然认为乾元性体

“超越万物而独立无匹”，正如同“大君超越庶物”，由此才会出现对圣人之治的肯定。 而在《乾坤衍》中，
他的体用论更加成熟，最终确定体必成用，用必有体，现实世界以外不存在超越万有的根源。 陈来指出，
熊十力后期哲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晚年所提出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结构论。③ 并

且，这种体用结构更侧重于“即用而言体在用”的特征，因此后期的熊十力便不再谈论乾元性体的“独
立”一面，而是着重强调“实体不是超越万有之上”。

“体用不二”导向了对超越性的“天帝”的否认，同时也是对作为“天”之子的君主凌驾于人民之上的

批判。 在熊十力看来，天子与庶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作为名义上的“天”之子，秉有自天而来的神

圣使命。 正是“天”的存在，使天子拥有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品质，并以此统领、教化万民。 因此，“天”
的神圣性与超越性是天子的正当性来源，一旦将其剥除，则天子亦将不复存在。 而在熊十力“体用不二”
的理解中，“天”等同于“万有之元”“众善之长”，也就是宇宙万化流行的本体，它内在于万物之中，所谓

“即万有即实体”，不可析之为二。 既然一切万物都平等地拥有“天”之实体，那么自然不存在天子与万

民的尊卑之别，君主制的根基也灰飞烟灭。 是以熊十力总结道：“外王学之无君，本于内圣学之无神。”④

若依此逻辑，那么大同之所以必须要消灭统治、否认圣人的缘故，也就不言而喻了。
除此之外，熊氏对体用关系的特殊理解还导向了他由内圣直通外王的实践自觉：

《大易》之内圣学，不许离现实世界而别求有所谓超越万有的寂灭实体，如佛氏之涅槃界。 要在于

现实世界而了悟其有实体。 ……此即外王学，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弘纲，所由立定。 而经纬万端之大

业，所由开展。 天下一家之规画，决定实施。 余在前文，言外王之本在内圣学，其要旨在是也。⑤

①
②
③

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 ３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９５０ ～ ９５１ 页。
④⑤ 熊十力：《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 ７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２６ ～ ６２７、４５３、４５３ 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９ ～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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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不二”指的是实体与现象之不二，也就是说，想要探求万有之本源，必得从现实世界中入手；而
一旦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有所体察，必然会从己心推向万物，绝不可独善其身。 正如周展安所言：
“‘内圣’不是向内去探寻或者刮磨既定的‘良知’，而是向外，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逐步活动的。 这样理

解就突破了以往对‘内圣’解释的个人化和道德化的层面，使与‘社会主义’相表里的‘革命儒学’获得了

社会性的基础。”①因此，熊氏以“成己成物”来描述内圣外王之一贯，并以“行动实践”解释“成物”云：
“故外王之道，不托空言，存乎向往之真，见诸行动实践。 实践不力，何能成物。 王之义为往，富哉斯义！”②

不过，要理解熊十力为何最终将大同定性为社会主义，仅仅从其学术脉络的内部入手仍是不够的。
熊氏对政治与历史的格外关注，对社会与国家前途的挂念，始终贯穿于他的生命之中。 他反复强调，“哲
学不是空想的学问，不是徒逞理论的学问，而是生活的学问……人者不能离社会而存，不能离政治而

生”。③ 他的弟子徐复观甚至认为，其师的“哲学思想，实归结于政治思想之上，此乃中国文化传统及所

处时代使然”。④ 因此，其大同思想的转向，必定也与他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外部机遇相关。
从熊十力的一生遭际来看，他未满二十便投身兵营，虽然自三十以后开始专心学术一途，但年轻时

的从戎生涯仍然对熊氏的学问与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一名“辛亥老兵”，熊氏对革命自然有着独

特的体察。 早在写作《读经示要》一书时，熊氏便已认定，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反传统，而是同样需要借助

传统的力量。 因此，《易》中的“鼎革日新”、《春秋》中的“张三世”与佛经中的“刹那生灭”，都给予了他

很大启发。 然而，仅仅从经典中申发出的不断更化、日新无穷的理念，仍然偏重于哲学与理论层面，而未

能带领熊十力直接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 或者说，正是出于其革命理论中内含的永久相对性，才使得熊

氏将心目中的完美大同越推越远。
然而，经过十几载浮沉，熊十力作《乾坤衍》时已是暮年。 当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暴力夺取政权的历

史任务，开始迈入国家建设的行列。 受此影响，熊十力在谈及革命时，不仅更多提及“消灭统治阶级，实
现民主政治”的社会革命层面，还格外重视革命后的建国问题。 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而

成，实际上，在熊氏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数部著作中均可见其端倪。 《十力语要初续》曾记载过熊氏关于设立

“中国哲学研究所”的规划，其中谈及应当如何看待政治社会之得失时，有一句颇耐寻味：“民国垂四十

年，革命不知几度，吾总觉革命不难，革命而能建设诚难之又难，此非注意养才不可也。”⑤这说明在熊氏

心中，对比革命之“破”，建设之“立”才是更为重要、也更难做到的。
熊十力所言之建设，首先离不开革命对人心的根本性改造。 出于启迪民智的愿望，进行民心建设的

“人才”也并非通俗意义上的人才，而是通读经史之书、熟知中西文明传统的学者。 他深知：“人虽感其积

弊之深，而囿于习、劫于势，卒难变革，非有先觉以突化之功导其群，未有能革故取新者也。”⑥以先觉者之

功启导群众，这就是熊氏所言之“养才”，也是他为何想要创立“中国哲学研究所”的初衷。 但除此之外，
熊氏也越来越多地提及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制度建设，并且认识到，若仅仅依靠《易》与《春秋》中的革命

哲学，便难以提出关于建设的具体指导。 信奉“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的熊十力，此时便将目光聚焦于

《周官》一经上，直言其中详密的制度建构恰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方案相匹配。 他在《论六经》中下

定义道：“《周官》为社会主义。”⑦而到了《乾坤衍》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周官》不仅能够解决建国问题，
更能由此达到“天下一家”之大同：“《周官经》是革命初步成功后，领导新政建设之大规模。 不经此一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展安：《“革命儒学”的政治构想及其哲学基础———以熊十力〈乾坤衍〉为中心》，《开放时代》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熊十力：《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 ７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３７ 页。
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 ４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２ 页。
徐复观：《熊十力大师未完成的最后著作———〈先世述要〉》，《徐复观文集》修订本第 ２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６１ 页。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全集》第 ５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１５ 页。

⑦ 熊十力：《论六经》，《熊十力全集》第 ５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７３６、６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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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无由达到天下一家。”①“从《礼运》之改造社会思想，《周官》之领导生产建设，方信《春秋经》自消

灭统治以达到太平世，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盛，步步皆脚踏实地，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也。”②

至此，熊氏大同理论转变的内外原因，便可一一辨明。 首先，在经典的认知方面，熊十力早期认为孔

子之学兼具微言大义，后期则变为仅有微言而无大义。 对大义所代表的小康之“私”的彻底抛弃，意味着

熊氏对大同中礼乐与圣人的排斥。 其次，熊氏内圣学中“体用不二”观念的最终成熟，使得其后期的大同

理论更加倾向于民主与革命。 并且，与早期大同观中强调道德、仁体与复性相比，熊氏后期更重视制度

与社会的构建。 这一转圜悄然改变了大同的立足之本，使其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

造，也促使大同理论拥有了笃实践履、经纬天地的内在本能。
并且，当时的熊十力面临着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时代，因此其大同学说亦需要随之改变。 相比于《读

经示要》中所讲的仁体、礼乐与圣人，社会主义“步步皆脚踏实地”的特质无疑是更为切近，也更具有操作

性。 同时，社会主义展现出的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也正是熊十力眼中大同的题中之义。 因此，它不

仅满足了熊十力对于新政建设的实际构想，还给予了他对于太平大同之世必将来临的信心。 对衰年的

熊十力而言，它就像一股新鲜血液，使本来渺远的大同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既然大同并不是一种

至善至美的道德乌托邦，而是在现实中有着可付诸实践的科学方法，那么它也就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

“愿欲”，而成为人类社会必可达至的终点。

五、余论

总的来看，熊氏大同理论的内在理路与他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始终紧密相关，彼此成就。 不断变化的

时代背景促使着熊十力对既有问题产生新的思考，而新思想的形成也天然需要加入外来的新鲜血液。
因此，熊十力后期的大同理论并不仅仅是基于早年之学的进一步开展，二者之间存在着性质上的转向；
但同时，这种变化也不能简单地用“激进”“逢迎”或者“空想”进行评价。 毋宁说，正是作为社会主义的

大同才超越了“主观”与“空想”的道德理论层面，具备了塑造现世生活的可能。
然而有意思的是，后期的熊十力虽然对大同的实践冲动毫不避讳，但他的现实关怀却并没有指引其

成为像好友梁漱溟那样的社会活动家。 即使在梁氏着力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那几年，他也对此殊无兴

致，并没有将大同应用于现实的意向。 他仍然坚信，改造世界的根本在于树立人的灵性生活与精神世

界，因此必须注重文教，而文教又要服膺于孔子与六经。 熊氏唯一的“实践”行为当属其完成《论六经》
以后，便试图通过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等人将之上呈于毛泽东，希望能实现其培养人才、设立学术机

构等愿望。 在他看来，六经中指明了现成的通达大同的路径，其中以《周官》为蓝本勾勒出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图景，更是熊十力对于现世大同的期待。 刘小枫对此评价道：“‘大同’说是一种关涉人世生活

方式的学说，或者说关于政治制度的学说，十力要求这样的学说既要有形而上学根柢，又要能够‘启导民

群’，使得形而上学、政治理想与共和革命的实际需要建立起直接关联。”③但除此之外，熊氏仍然以潜心

研究、著书育人为主，作为一位清高而狂傲的哲学家，他的一生行迹似乎与其思想中的实践倾向并不十

分一致。 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也并未看到其大同设想所留下的真实印记。 或许，正是熊十力思想中直

指人心的革命倾向与当下即行的实践要求，与他本人对于学理与现实之间距离的清醒认知，共同构成了

其大同理论中最具魅力的双面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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